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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籍是江苏省江宁县大魏庄，

1932年出生。自幼因日寇侵略者作乱，尤

其是1937年12月13日，日寇侵占南京，实

行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母亲就带我

避难逃到了溧水县汤庄外婆家居住。直到

1941年春，父亲委托我大伯用独轮小车把

我从敌伪统治区，经茅山新四军游击区，

安全转移到国民党统治的溧阳县戴埠镇上

小学。

1946年秋，我考上了溧阳县同济中

学，可好景不长，因受国民党压迫，苛捐

杂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的生意

难以维持，已无力供我继续上中学。不

久，便安排我在中药铺当小学徒，这是我

最艰苦的日子。

幸有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解放军渡江南下，赶走国民党，解放了溧

阳，使我们见到了光明。这时，我的身心

得到了解放，我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觉悟

也在不断提高。我不想再当学徒了，一心

想复学读书。我边工作边学习，找同学帮

助我补习初中课程。经过努力，1952年春

魏宏森教授

从小学徒到清华大学教授 
○魏宏森（1960 届电机）

我以优良成绩跳级考上戴埠中学三年级下

学期插班生，经苏南行政公署管文蔚主任

特批准予入学。当年我毕业又考上江苏省

溧阳高级中学高中部，在该校雄厚的师资

教育培养下，我苦读三年，终以优异成绩

被清华大学录取。

到清华后，我学的是电机系发电专

业，担任了发02班团支部宣委。此时我已

23岁，比同班同学年长四五岁。从中学到

大学的转型我还是很不适应，尤其使我

头疼的是两门课程——工程画和俄语，占

用了我很多时间。因为我在高中学习的是

英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上课，可以阅读

《天方夜谭》等原版书。现在同班同学中

很多人已经在高中学习了三年俄语，上课

时与老师对答如流，而我却要从俄语字母

学起，可想而知我有多么困难。

为了应付每节课老师们的提问，我课

后复习的时间比他们要多，这就占去了我

复习其他课程的时间，从而影响了总体的

1958 年，电机系高 0 班勤工俭学部分同

学合影，后排左 3为魏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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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幸有同班同学的帮助，特别是班主

任官飞和数学老师陈永莲的热忱鼓励和

教导，使我鼓起勇气面对困难迎难而上，

才勉强跟上了班级的节奏，没有掉队。在

此，我特别向我们高压专业的老师们表示

衷心的感谢，特别是薛家琪、朱德恒和张

元骥等老师，是他们的耐心教导和帮助给

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使我在1960年应届

毕业还获得优良毕业生证书。对同班同学

和老师们的恩情，我没齿难忘。更为重要

的是，清华大学还赋予了我新的政治生

命，1958年12月26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回忆当年，1955年8月初到北京火车

站，就受到老师和高年级同学们组成的

迎新队伍的热忱接待，把我迎进美丽的清

华园。记得迎新板报上有一句话“朝为田

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也是我发自内心

的感受。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

将来为祖国作出贡献，来报答党的恩情。

此时，我想到了高中的政治老师吴椿同

志，是他引导我们读了方志敏的《可爱的

中国》，以及匈牙利共产主义战士尤里

乌斯·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

告》。这两位共产党员为共产主

义奋斗的光辉形象，他们为信仰

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就

暗下决心，要向他们学习，争取

早日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我

这时的思想还比较幼稚，只有朴

素的阶级感情、报恩思想。经过

了大一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系统学

习，使我对党的认识有了质的飞

跃。我认识到，今天的新中国是

由无数的优秀共产党员和烈士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过反右斗争、“红

专辩论”等政治运动，我们更认清了政治

方向，增强了学习的动力，更坚定了加入

共产党的决心。由于我积极参加各项政治

运动，1958年时与60多名优秀团员一起被

校团委通报表扬，名单还登载在《新清

华》校报上。

1959年春，我被选拔为“双肩挑”的

政治辅导员，担任电机和自动控制两系的

学生会主席和分团委委员，在学生中进行

政治思想工作。我与谢锡迎组织了全系运

动员参加校运动会，获得优良成绩，取得

全校第二名，当时的系主任章名涛夸奖我

们为电机系打了一个翻身仗，大大提高了

同学们广泛参加健身锻炼、践行“为祖国

健康工作50年”的积极性。

1960年2月，我被分配到电机系当教

师，向当时的系主任王遵华报到。他让我

参加电1班丁俊美同学正在搞的F6S项目的

科研工作。后来又调任电机系职工团总支

书记，下放电工厂与工人师傅一起劳动，

并与电2同学一起制造了一台高磁密度的

特殊电机，作为国庆献礼。

电机系 1960 届高 0班毕业合影。中排右 2为魏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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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电机系党总支书记凌瑞骥调我

到电工学教研组当助教，我的导师是汪家

鼎先生的夫人曾老师。我曾带领电2年级

同学到湘潭电机厂实习，还记得第一次教

“电工学”教的是焊4班的学生。

1962年，中国与苏联关系破裂，学校

为了加强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

育，又把我从电机系抽调到马克思主义教

研室的政治经济学教研组当助教，为我们

配备了老教授，给我们系统讲授了《资本

论》。同时，我们还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讲

座，接受正规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为我们

当好政治课教师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这样的大改行，从工程专业的教师

去搞毫无基础的人文专业，思想上还是有

点想不通，但那时作为一名党员的基本党

性觉悟是“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往

哪搬”，一切听党的安排，从不讲价钱。

不久，我又被安排随解沛基副校长到密云

县搞“四清”，后来又转战通县，直到

1964年才返回学校，投入正规的政治经济

学教学工作。

但好景不长，1966—1976年，我在十

年动乱中受尽折磨。“四人帮”在清华大

学的爪牙亲自主持批判会，给我扣上了

“钻在红色政权内的叛徒内奸”罪名，并

发配回电机系，在电工厂劳动改造。1972
年，我到电子系教工农兵学员。粉碎“四

人帮”之后，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特别是1978年春天召开第一次全国科学大

会，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

的创造性、积极性。全国高校开始招收硕

士研究生后，组织了全国自然辩证法教

师，为即将入学的研究生编写《自然辩证

法》教材。我与高达声参加了第一本教材

的编写工作。我在该书的方法论篇中，创

造性地把我熟悉的有关控制论、信息论、

系统论和电子计算机中的科学概念和科学

方法，提炼成在科学研究中普遍适用的科

学概念和科学方法，如：系统方法、信息

方法、功能模拟方法和反馈方法，编进自

然辩证法教材中。使这些新的科学概念和

科学方法首次登上了科学哲学的殿堂，受

到研究生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

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在审查时

称赞我们写的这本自然辩证法教材是中国

第一，也是世界第一。正是在这个基础

上，我为北京市科学协会组织了八次科学

讲座，有两万多人听课，受到与会者的热

烈欢迎。我进一步编写了《系统科学方法

论导论》专著，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公开

出版发行，三次印刷共五万多册。而后

又应邀在北京、辽宁、山西、河南、四

川、青海等地讲课。

1985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

记兼办公厅主任王兆国请我到中南海，为

办公厅干部讲授，之后还给清华大学党委

来函表扬我的工作。1991年，我被聘为清

华大学教授。我的工作因涉及控制论、系

统论、系统工程中的科学哲学问题，也深

受钱学森同志的重视。他在1980年写信给

1986 年，魏宏森（左）与钱学森讨论系

统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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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走进清华大学，不是去系

馆，也不是去宿舍，而是去了音乐室。当

时音乐室就在一个大下坡的右边，后来是

校团委所在地。那天下着小雨，我印象非

常深。

我为什么先去了音乐室呢？因为我从

小会打扬琴，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后，就

有一位朋友孙静介绍我去清华音乐室见陆

以循、王震寰老师，说或许可以加入清华

我，要我组织科学方法论研究小组，每月

一次到他国防科委办公室讨论，接受他的

亲自指导。如此一直持续了多年，直到他

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

1986年，他组织了系统学研讨班，我每次

都参加集体研讨，聆听他的教导。他还让

我在讨论班上专题介绍国际学术界系统论

研究的进展，他鼓励我创作《系统论》一

书，这个任务一直到1995年我与曾国屏教

授共同完成。该书于1996年由清华大学出

版社出版，作为清华文科首部学术专著公

开发行，现已出版了三个版本。

从1979年我第一次到钱学森同志办公

室参加讨论，一直到1996年，我们有30多
封通信，还积累了每次与他讨论的几万字

记录本。后来，这些珍贵资料我都捐献给

了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钱老对我

学术生涯的影响和17年的教诲，令我终生

难忘。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根据我

与钱老的交往，我与庄茁教授共同主编出

版了《钱学森与清华大学之情缘》作为对

他的怀念。

1980年代清华文艺社团民乐队“三驾马车”，

左起：胡杨、陈鸿波、牛景辉

文艺社团的经历奠定了我的人生轨迹
○陈鸿波 （1979 级工物）

的学生文艺社团。陆老师和王老师听我打

了一段扬琴，说挺好的，就让我入学后来

民乐队报到，我就这样加入了清华文艺社

团民乐队。

入队后大概三四个月开始改选，经过

无记名投票，我被选为队长，觉得非常荣

幸。两位副队长是土木系的胡杨和水利系

的牛景辉。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相互

支持，密切合作，被称为民乐队的“三驾

马车”，成为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回想起来，我特别感谢父亲教我打扬

琴。因为这个“一技之长”，使我的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多数清华学生的生活都是

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而在文艺社

团就不一样了，不仅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

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未来的事业和生活

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比如，如果不会打扬

琴，我就不会认识当年的文艺社团团长、

后来的清华科技园创始人梅萌董事长，今

天也就很可能不会在清华科技园这样一个


